
 

 

海外華文創作理念中 

“洛學”传承文化的渗透 
 
 
 
 

彭燕彬 

摘  要：北宋二程的洛學歷經七百年的積澱，作為由儒學大師程顥、程頤所開

創，同時又處重要地理位置的新儒學學派，其思想體系在宋明理學中據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就其學術實質而言，二程對“理”作了充分的論證，從宇宙本體的“天

理”到完美人格的修養，從而構成了一個有機的理學學說體系，理學色彩的人格也

漸漸昇華為民族性格，而有理學色彩的文學作品在體現“格物致知、家國天下”的

同時，也展現了濃濃的民族情感。這種融進骨子的民族情感在炎黃子孫尤其是旅居

海外的華文作家小說創作傾向中即呈現理學的滲透性。文章認為，洛學“天理”學

說對海外華文小說創作理念的滲透具體體現在對華文作家個體生命和作品主旨之

中。 

關鍵詞：華文創作理念    洛學传承文化   “天理”   渗透    

 

在中國儒家學術思想史上，二程所開創的學術派別稱為洛學。作為由儒學大師

程顥、程頤所開創，同時又處重要地理位置的新儒學學派，洛學的思想體系在宋明

理學中據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理學的最重要範疇是“理”，而“理”成為宋明時期

儒學的最高範疇就肇始於二程，另外，理學的思想體系、學術規模，也由二程確立

起來的。這樣理學在二程之後的發展，就其學術實質而言，可以說是二程思想的展

開。在學術思想上，二程對“理”作了充分的論證，從宇宙本體的“天理”到完美



 

 

人格的修養，從而構成了一個有機的理學學說體系。此一體系經過朱熹的推展，就

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南宋以後的官方正統思想；再經過明初的推崇、明中期的反叛和

明末的複歸，遂在中國儒學思想史上構成非常重要的學術的和思想的長河，這條長

河的主流就是洛學的傳承文化。 

所謂洛學傳承文化，主要指以宋代程顥、程頤所開創的洛學體系及其後學對這

一學術體系的繼承、發揚、改造、修正和叛逆。而此處所說的海外華文文學創作傾

向則主要指華文小說在思想內容或藝術形式方面所表現出的特徵和趨向，還包括一

定的為表達特定思想內容而在藝術方面形成的創作模式。既往學界對於海外華文小

說的研究，多側重於作家作品論析，以及文學社會學角度對其思想內容和形象意義

的揭示，或者是藝術賞析角度對其藝術成就的描述與鑒賞，而從傳承文化與海外華

文小說創作傾向之關係方面所進行的研究則極少見到。 

二程祖居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後徙至中原洛陽，並在此開創洛學。洛學是

在北宋確立了思想體系和學術活動規模，而在南宋占到統治地位的學派，因而在中

國古代學術思想史上處於非常重要的位置，可以說理學在二程之後的展開，實質就

是以二程思想為核心的洛學之展開。就學派的發展說，此一學派有其龐大的思想體

系和漫長的傳承過程。洛學的傳承過程既相容了佛家、道家的思想理論和思維方

式，也表現出特定的繼承、分化、否定和融合階段。就其對社會的影響而言，這一

學派到南宋便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根本統治思想和社會思潮的主流。洛學在其漫長

的傳承發展中，因為有著明顯的發展階段性，每階段都有其作為主流的學術思想和

理論主張，而這些思想和主張又被許多哲學家及其眾多後學或發揚鼓吹，或改造叛

逆，便在相應的歷史時期掀起特定的社會思潮。 



 

 

由於文化的傳承性，無論客觀社會如何變更，其民族的文藝審美觀都無法動

搖。千百年來，旅居海外的華人作家雖然在地域的生活空間發生了變更，但骨子裏

卻蘊藏著太深太多的民族意識、民族感情，民族的傳統思想、道德、倫理、價值觀

念，以及民族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這種民族情結正集於海外華文小說創作與洛

學傳承文化之間的內在傳承關係。可以說，當母體文化的強大凝聚力將海外華文小

說的創作主題始終定格於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本元”，而不脫出民族文學的“圍

城”之時，民族性便將大陸本土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溝通到一起，在客觀上形成一

個共同的文學空間。這種溝通和融會是當代海外華文文化身份定位的理論背景。 

綜觀海外華文小說，其創作傾向突出體現了以下特徵： 

 
 
 

一、對洛學中的載“理”傾向承繼 
 

“天理”是洛學的核心範疇，二程把“天理”提升到宇宙本體的位置，並把全

部學說建立在“天理”基礎上，從而開創了宋明理學。這個以天理論、人性論、修

養論為主要內容的“天理”之學，雖說是二程“自家體貼出來”的，但其體貼過程

卻主要是通過闡發儒家經典中的義理來實現，因此，就實質而言，“天理”仍然是

傳統儒家的倫理道德精神，只是二程在長期講學中將這些精神逐漸地加入了主觀思

想和其他文化因素，從而發揮、闡述為更具特色的學術體系。這種體系經歷了歷代

的繁衍，或多或少的於各地的大力發展和傳播，特別是現當代的海外華人華文小說

無不打上“天理”之學的烙印。如早期林語堂的《京華煙雲》、中期白先勇的《遊

園驚夢》、趙淑俠的《我們的歌》、近期的林湄的《天望》、《天外》等等，其小說主

旨滲透著天理是善，人欲則為惡，所以為了禮教的正常運行就必須揚善而去惡的理



 

 

念。以早期那部被日本文化界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並譽為“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小

說”《京華煙雲》為例，小說的主旨思想至始至中從描寫清末民初北京城中姚、

曾、牛三大宗族的興衰沉浮以及之後幾代人的悲歡離合的故事情節裏流露出老莊的

義理。尤其是在對女主人公姚木蘭形象的刻畫上，以大量筆墨描繪木蘭的義氣，並

特別突出了她的“孝”和“賢”：為了承守既定婚約，寧願舍己盡孝維護父母尊

嚴；為了求得家庭和睦，不惜委曲求全於丈夫的冷落而最終讓木蘭得到“善報”：

父母的贊許、丈夫的悔悟、兒女的長進、仇家的報應。此外，小說各部分標題：

《道家的女兒》、《庭院悲劇》、《秋之歌》均取自於莊子之語，並且，通觀全書，

儒、釋、道理念撚手而來：“秋葉歌聲之內，就含有來春的催眠曲也含有來夏的曲

調……她（木蘭）覺得中國也是如此，老的葉子一片一片了，新芽兒已然長起來，

精力足，希望大。”這種描述，無疑與洛學所強調的“天理”相稱，因為“義、

孝、賢”就是“天理”的根本內涵之一。 

我們再看被學人贊為“大氣之作”的長篇小說《天望》（著名旅荷女作家林湄

著）。小說圍繞著弗理得（歐洲一個小鎮上的年輕傳教士）與微雲（來自中國大陸

卻還沒有找到生活位置的新移民）夫妻倆生活輻射開來的是更為複雜的人生圖景和

廣闊的世界。通觀全篇，作者的筆始終蘸著“老莊”理墨繪製形形色色的東西方人

物——莊園主、虔誠的新教徒和不同身份的牧師、中西混血兒的大學經濟學畢業

生、放蕩不羈的年輕白人、同性戀畫家以及來自中國大陸的公派訪問學者和自費留

學生以及投親靠友的中國新移民等等生存的歷史空間，在彙聚了搏擊於當今歐洲社

會的各類人群，各式人等的活動身影中，除了讓讀者感受到的是一種現代文明社會

中駁雜而真實的、五光十色的世俗人生外，卻也讓讀者在人物的命運交織和人生回

蕩的描繪中觸摸到了生存於今天地球上人類所面臨的許多共同的困惑。即使是在描



 

 

寫弗理得“堂吉珂德”式的四處傳教和處理微雲外遇情節時， “崇理” 的中國傳統

文化基因自然而然的讓傳教士的 “救世主” 雖面對今天的狂放人類感到消弭的無

奈，但仍執著、甚至是如此“亡命”地堅持按祖父的期望離開靜謐的鄉土到塵世中

去傳教，企圖用宗教的力量、“主”的力量去拯救人們無助的靈魂。至於在夫妻情

愛上亦更讓“出軌者”面對激情和誘惑，經過曲折的努力，終於克服了個人的情感

和欲望，把持住了心中的天理，拒絕和戰勝了誘惑。對於這樣的行為和人格，作家

林湄在小說中多處申明：“生命最大的意義就是愛”，“‘天堂’就是‘愛’”，

“這個世界沒有比‘愛’更具有征服力”，是要求人們儘量地壓抑和克制自己的人

生欲望，來服從“理”的約束，也就是說應該“存天理，滅人欲”。 

 
 
 

二、對洛學倫理綱常傾向的崇尚 
 

宋末明初理學思潮的主流導向和精神實質無非是對於理學所一貫堅持的儒家倫

理道德的發揚和恪守。“忠義”作為儒家倫理道德的核心內容在這時也當然地被提

到首要的位置；至於在國家政治理想方面宣導親賢遠佞，自然是封建綱常的組成部

分。 

由於特殊的地域環境和眾所周知的歷史創作背景，生活在異地異國的華文小說

作家比起中國大陸小說作家受著對宋明理學思潮傳承文化精神實質的直接影響。究

其原委，其時作家的思想正受到某些現實政治思想的嚴重束縛和壓抑，儘管他們的

自由天性和浪漫情懷不斷地激發著合理的人生理想及表現這一理想的欲望，但他們

又不能與洶湧社會思潮主流相抗衡，於是便出現創作小說以從思想精神方面羽翼和

迎合社會思潮的情況，而曲折地表達出的作者的理想和願望成分。在創作傾向充溢



 

 

著思想內容上對理學思潮精神實質的迎合而崇尚倫理綱常的要數崛起在上個世紀中

後期臺灣和香港以及歐美文壇的“兩岸情結小說”、“新武俠小說”與“尋根文

學。 

首先從“兩岸情結小說”的創作主旨來看個人、家庭乃至民族、國家的倫理觀

念，“忠義”作為儒家倫理道德的核心內容當然地被提到首要的位置。 

莘歌的《家》描寫了祖國大陸與寶島臺灣中一個跨越兩岸長期隔絕的典型家庭

中的夫與妻、父與子之間的生離死別的悲劇，傳達出臺灣同胞盼望突破人為的政治

障礙實現親人團聚的呼聲。尤其陳映真的《山路》和《鈴鐺花》則是對民族命運作

了更進一步的探求，顯示其深邃的思想和坦闊的胸懷。這兩篇小說無論從題材上還

是藝術表現形式上都得到一個較大的突破，在臺灣文壇上發生較大影響。《鈴鐺

花》的主人公是一位曾被日本人從臺灣征到大陸去打仗的青年人。可到了大陸“卻

投到中國那邊去做事了”，回到臺灣後，做了教師領導學生同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做

鬥爭。他領導學生們勤工儉學，使學生獲得實踐知識，使“升學班”的學生對“放

牛班”的學生欣羡不已。他告訴學生：“分班教育是教育上的歧視，說窮人種糧食

卻要餓肚子，說窮人蓋房子卻沒有房子住……”終於這位青年從事革命活動被當局

發現，追捕，後殺害。小說謳歌了這位堅強的義士。而在《山路》中，作者又毫無

掩飾地讚美了一位申明大義女青年蔡千惠。作品以倒敘的手法，將蔡千惠如何其名

其妙的一病不起，而又拒絕就醫的奇怪狀況進行鋪述。原因揭開，真相大白，一位

仰慕革命者的青年姑娘千惠，由於未婚夫與戰友李國坤被自己的哥哥所出賣，一位

被殺一位被長期監禁。蔡幹惠懷著負罪感冒充李國坤在外的妻子來到李家千辛萬苦

照料老人和小叔子。後來小叔於長大成人娶妻，便把千惠當母親一樣奉養。然而當

幹惠偶然從報上看到未婚夫出獄的消息，心中的激動加之矛盾便一病不起，卻又查



 

 

不出何病因。死後，才從她遺留給未婚夫的一封信中得知真相。一位身心美好有情

有義的婦女形象正是作者竭力歌頌的。這種描述，無疑與洛學所強調的“倫理”有

關，因為“義”就是“倫理”的根本內涵之一。 

其次，從“新武俠小說”情節內容來看崇尚封建綱常的傾向。新武俠小說創

作的最大文化價值在於它具備了拼湊而得的大量中國古代文化資料。無論是善於側

重於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描繪與詮釋的“一代宗師“金庸，還是偏重於對現代文

化鑒照與與折射的古龍，抑或崇尚史料、宏張正義的梁羽生，小說中那些馳騁縱橫

和競爭發展、自由豪壯氣概和超凡拔俗的傑出人物是此類小說創作書表達的致力所

在，儘管該小說具有如此氣勢和胸襟，卻又明顯地體現著理學的拘束，並在深層意

蘊上體現出崇尚封建綱常的傾向。以梁羽生小說為例，在塑造俠士形象時，他注重

表現出一種憂國憂民、深明大義的崇高思想境界，小說中的俠客的爭鬥往往是正義

和邪惡之間的較量，如《七劍下天山》〉中的淩未風和劉鬱芳是一對心心相映的愛

侶，但在民族危難之際，他們毅然割捨了個人的戀情投身於挽救國家命運的民族聖

戰中。在人物塑造方面，作者顯見有著道德教化的意圖，甚至還用佛教中的善惡報

應觀念處理人物命運。此外，在金庸取材於漢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關係的小說《鹿

鼎記》的情節中，宋明封建綱常傾向一樣佔據主導地位，將歷史民族文化遺跡展現

的淋漓盡致，君君臣臣關係表現在王朝遞傳上堅持嫡脈相傳；倫理道德上崇尚“忠

義”；人格修養上主張戒驕戒躁和政治理想上宣導親賢遠佞。 

其三，從“尋根文學”的情結流露來看崇尚封建綱常的理念。尋根文學起源於

上個世紀中後期，創作群以臺港地區移民到歐美國家作家居多。這些作家大都受過

良好的高等教育，且出身於書香門第，又喝著咖啡寫作，可謂中西文化結合的精

英。然而，異域的落寞、思鄉的情愫讓他們的小說創作打下了尚理的烙印。以白先



 

 

勇創作題材為例，思念家國、榮衰對比的感傷情緒和悲劇色彩通過作者筆下人物命

運遭遇表達了世事無常，人生如夢，命運的神秘與不可知，明顯透露著老莊理念的

影響，諸如，《紐約客》中“念天地之悠悠”無根一代的遠離祖國又看不到出路的

孤獨、寂寞和悲涼的情感吻合以及《芝加哥之死》解脫不了的恥辱感和罪惡感，在

不動聲色中面對人生、歷史滄桑的喟歎，產生震撼人心的效果。 

 
 
 

三、對洛學世俗化傾向的傳承 
 

明代中後期以何心隱為代表的“泰州學派”，以及反傳統思想家李贄出現，就

營造出了“掀翻天地”的反傳統思潮，從而給傳統理學以致命的打擊，這可以視為

洛學或理學叛逆期。 

明代後期大多通俗小說創作的基本特徵主要是：描寫對象上以寫述平民，尤其

是市民為主；描寫題材上以日常生活為主；主題思想方面側重於張揚色情，敷衍帶

有刺激性的公案、俠義和英雄傳奇；作家審美意識方面則表現出了“平中求奇”的

傾向，亦即追求日常生活裏不同凡響的“奇”。上述內容可以歸納為其時通俗小說

的世俗化傾向。顯然，通俗小說的這一創作傾向與其時社會思潮，以及這一思潮直

接影響下的文學思潮有密切關係的，但說到底還因為理學在這一時代被叛逆。 

這種叛逆的反傳統、重人欲、尚個性的反理思潮使洛學傳承文化經過多年衍

化悄無聲息、或多或少被結合進異域文學思潮後，為當代海外華文小說創作提供了

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環境和土壤，尤其是為那些以描寫男歡女愛的言情小說以及帶

有刺激性的武俠傳奇小說大開方便之門。另外，這樣的文學思潮也必然地要求小說

描寫物件、描寫題材，以及作者的創作動機上與它相吻合或向它傾斜。於是在相當



 

 

長一段創作時間中，流落在海外的華文小說家便在大量地寫現實題材，描述實生活

中的平凡人物，生動地反映眼前五光十色的商業社會；大膽地描寫色情，肆無忌憚

地言情談性，以小說張揚色情，以及追求日常生活中的“至奇”以聳人聽聞、涉獵

生活中的偶然和意外等方面自由馳騁、恣意寫述。在海外華文小說創作中，張愛玲

的婚戀小說、瓊瑤等人的言情小說、金庸等人的新武俠小說、高陽等人的歷史小

說、郭良惠、李昂等人的女性小說、陳映真、王拓等人的“牢獄小說”以及閻真、

嚴歌翎、張翎、少君等在他們的新移民和網路小說創作中受其影響匪淺。 

首先是體現在描寫物件上以寫述平民，塑造小人物為主。以旅美作家張愛玲小

說為例：為了生存而墮落、麻木、冷酷、變態以及洋洋自得的油匠女兒曹七巧

（《金鎖記》）、為了求得安逸環境不得不濫施心計的商人之妻白流蘇（《傾城之

戀》）、愛慕虛榮、貪圖享樂落得“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破落戶家小姐葛薇龍

（《沉香屑第一爐香》）等等這群以各類方式向環境屈服的“軟弱的凡人”均有著強

烈的生存欲望、都想擺脫環境的險惡，然而卻都無力逃脫作者筆下的“死世界”的

惡環境，只好苟且偷生。小人物的依附性是大多海外華文小說創作中的基調，作家

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爭，但多是譴責大於哀憐。 

其次是體現在描寫題材上以日常生活、煩瑣小事為主。以香港女作家亦舒的被

稱做“情愛寶鑒”的言情小說來觀照，其情節鏈條均圍繞在夫妻、戀人、婆媳之間

的生活圈內，似乎與國家、民族興衰搭不上界，但卻有著極廣的社會震懾力：她把

筆一方面觸進知識女性的內心世界，著力反映其物質富裕精神空虛的矛盾，諸如那

位在寂寞中死去的如煙花般耀眼的電影明星姚晶（《她比煙花寂寞》；一方面控訴了

畸形繁榮社會對美好人性的扭曲和摧殘，亦如情願以犧牲自己青春和愛情甘願成為



 

 

有錢人金絲籠中鳥的劍橋大學留學生喜寶（《喜寶》），因此不能不指出的是其題材

創作決非狹窄、淺薄。 

其三是體現在設置主題思想方面側重於張揚情色、敷衍及帶有刺激性的公案、

俠義和英雄傳奇。例如有著變化多端的創作風格且具有“叛逆女性”之稱的李昂，

無論創作風格如何變幻，死亡、性和癲狂則是她小說迴圈不息的主題。在她的創作

中，常用奇異怪狀醜陋的生物來增強其作品的修辭感去形象地表現這些主題：長期

遭受丈夫毆打淩辱甚至慘無人道的性虐待的林市（《殺夫》）在一次忍無可忍、精神

恍惚中操刀把丈夫當作一只豬宰了；再如積極主張且參與社會政治改革的臺灣“牢

獄小說”作家王拓，在他創作的那部吸收了許多推理小說和愛情小說表現技巧，講

述了圍繞少女被奸後受孕自殺案件的偵破過程的長篇小說《牛肚港的故事》中，通

過其起伏跌宕的情節展示、扣人心弦的懸念設置、鮮明突出的人物性格刻畫以及委

婉細膩的感情糾葛，展現了臺灣漁村社會風貌。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體現在作家審美意識方面則表現出了“平中求奇”的傾向，

亦即追求不同凡響的“奇”。以留學生文學創作為例，被譽為“留學生文學鼻祖”

的於梨華之作品，格調質樸，自然，真實感人。其白描手法的運用，既富於女性的

清新、細膩、逼真特點，又有男性的粗獷豪放，將兩種美學風格完美地統一起來，

又恰到好處運用排比句、對偶句，使她的作品讀來富於戲劇性，引人入勝，毫不做

作，因而被稱為“近年來罕見的最精緻的文體家”；富有“傳奇作家”之稱的陳若

曦運用樸實的寫實手法，敘述一些看似平淡的故事。她極其講究細節的刻畫，立體

感極強，從平凡瑣細的事件中提煉出深邃的思想，如《尹縣長》本為一悲劇，但敘

述故事情節時並非慷慨陳詞的抨擊，而是娓娓冷靜敘說，毫無主觀立場的記實性筆

法反倒使小說的悲劇色彩更濃更觸目驚心且給讀者以無限遐思。 



 

 

 
 
 

四、洛學傳承文化中的復興尋根尚勸戒傾向思想的體現 
 

明末，隨著漢民族統治被滿清民族替代，其時的社會思潮也發生了相應的轉

變。就哲學思潮而言，主要的變化表現為：萬曆後期，反抗傳統、重視個性、肯定

人欲的社會思潮開始衰落，一個洛學傳承史上的“復興古學”時期由此到來。“復

興古學”為主流的社會思潮直接左右和影響了當時的文學風氣，最突出的表現是使

其時文風轉向平實嚴正。由於“復興古學”的文風的轉變勢必影響到小說領域，便

使其時小說體現出兩個非常明顯的傾向：一是小說批評轉向重社會功利，反對小說

借男女之情以宣淫，否定無補世道人心的作品，昌言小說具有史書價值。二是小說

創作方面體現出明顯的復興尋根尚勸戒思想傾向。 

洛學傳承文化中復興尋根尚勸戒思想均在“尋根文學”、“老兵文學”、“留

學生文學”、“閨閣小說”、“政治小說”等等海外華文各流派小說創作中打下了

深深的烙印。其創作傾向為思想內容上刻意強調作品的“復興尋根”的勸戒價值，

例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自臺灣移居美國的白先勇、聶華苓、於黎華、王鼎鈞等作家

"面對陌生的新大陸的疏離隔膜與無奈，遙望故國，表現自己那揮不去的的落寞孤

絕與鄉愁，以及對西方文明不棄不離的複雜情感。他們對生命深邃雋永的感知，對

中西文化情愫的纏綿與放達，對自我生存狀態的思辨，對歲月滄桑的歎息”1而書

寫就的“尋根”小說中，大多將作品中的人物命運安排為：循著自然發展順序，較

普遍地採用了因果順序，並造成“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命運結局模式，並以情

節結構上大抵是在依次的幾個主要情節部分中嵌進一條因果鏈，使其轉化成為情節

                                                             

1陳瑞琳：《橫看成嶺側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學散論》，四川：成都時代出版社 2006年。 



 

 

發展的動力，作者再循著由因向果的轉化安排情節，使結構成一因果序列。而在本

世紀嶄露的“新移民”作家群中，卻也延續了這樣一個創作模式，卻有過之無不

及。帶著自己紛繁各異的生活經歷，大批來自中國大陸的學子將滄桑深厚的中國文

化印痕撲入西方全新的國都。然而不同的時代與不同社會體制下成長的經歷導致心

智的成熟，面對洶湧而來的西方文化，他們遊刃有餘，熱情又不失自我，思辨又不

失慎言。“他們減卻了漫長的痛哭蛻變過程，增進了先天的適應力與平行感。他們

濃縮了兩種文化的隔膜期與對抗期，在東方文明的堅守中瀟灑地融入了西方文明的

健康因數”2 

尋根思鄉的小說批評傾向也好，小說文本中的尚勸戒創作傾向也好，兩者的精

神實質其實是與洛學傳承文化中“復興古學，務為有用”社會思潮相吻合或相倚

伏。這也再次讓我們窺視出洛學傳承文化對於海外華文小說創作傾向的作用與影

響。  

隨著殖民體系的崩潰和歐洲中心主義的瓦解，當代多元文化作為一種時代的

潮流已經深刻影響到海外華文文學，社會歷史背景或文化語境已成為研究其文學文

本的重要決定因素。洛學傳承文化的實質貫穿著中國通俗小說由發生、發展而至昌

盛的演變歷程，而海外華文小說的發展和中國本土文學既相分流又相整合，這種狀

況，不僅使海外不同區域的華文小說創作能夠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得以彼此溝通、衍

化和統攝，而且還使海外華文小說成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作為整體漢語言文學的

一個組成部分，海外華文小說很自然地顯現出既具有漢語言文學的一貫的文脈及其

特點的表現方式亦即民族傳統，又有受不同的國家或區域文化影響而表現出的特殊

性亦即異變。這種特殊的從整合到分流的創作軌道，正是海外華文小說創作的內在

                                                             

2陳瑞琳《橫看成嶺側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學散論》，四川：成都時代出版社 2006年。 



 

 

實質。洛學傳承文化的發展與海外華文小說創作傾向這兩條文化軌跡的不謀而合，

或許有歷史巧合方面的因素，但文化整合所帶來的相互吸收和影響更應該是不容忽

略的重要因素。 

綜上所述，研究洛學傳承文化與海外華文小說創作傾向異變間的關係，一是對

從開掘海外華文小說深層意蘊、歸納和總結洛學傳承文化與海外華文小說創作傾向

及小說文本思想發展有關的規律，均有不可忽略的價值；二是在摸清洛學傳承文化

與海外華文小說創作發展相互整合與分流的規律的同時，將這一研究立足於中原傳

統文化的背景上的，因而對揭示中原傳統文化與海外華文小說發展之關係也有特定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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